
在债权让与通知中， 通知对外效力主要

体现在债权二重让与上。 债权的二重让与，

是指让与人将债权转让给某一受让人后， 进

而又将该债权转让给其他受让人的情形。 由

于债权让与不像有体物买卖一样存在有形的

履行行为， 让与并不具有公示性， 因此， 对

于债权二重让与下债权的归属和变动存在辨

别之困难， 易引发争议。

二重让与下债权归属的理论争议

我国 《民法典》 并未就债权二重让与中

的权利归属进行规定， 故而引发讨论。 当

前， 债权二重让与下， 权利的归属主要分为

三种规则： “时间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

“通知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 “登记在先权

利在先” 规则。

1.“时间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

该规则坚持债权让与生效权利即转移的

原则， 主张在二重让与中， 由第一受让人取

得权利。 对此， 债权的归属根据债权让与合

同成立生效的时间确定， 通知仅影响债务人

清偿。 在通知之前， 债务人对让与人清偿有

效， 在对某一债权让与进行通知后， 债务人

对该受让人的清偿发生债务消灭的效果， 无

论该受让人是否为真实权利人， 其他受让人

均不可主张债务人的清偿为无效而要求债务

人对其再次清偿。

2.“通知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

该规则以通知的时间确定债权归属， 未

经通知， 债权让与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对

此， 单纯的让与并不能使受让人享有债权，

还需要通知， 由通知在先的受让人取得债

权。 债务人在接到以某一受让人为清偿对象

的通知后， 其对该受让人的清偿有效， 其他

受让人即使是第一受让人也不得再次向债务

人主张履行， 但可向让与人主张债务不履行

的责任。

3.“登记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

该规则以登记注册作为债权二重让与中

获得优先权的依据。 受让人与让与人签订合

同后， 经登记才可对抗其他受让人， 也可依

登记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若不同的受让人均

已登记， 则先登记的受让人优先。

二重让与下债权归属的模式选择

经比较， 笔者赞同“时间在先权利在

先” 规则。

首先， 该规则符合债权让与生效的原

则。 通说认为， 债权让与合同成立生效后权

利随即转移， 不以通知为债权转移的要件，

通知仅是债权让与约束债务人的要件。 同

理， 债权二重让与中， 权利的移转也应以债

权让与生效时间为依据， 通知并非权利归属

的依据。

其次， 在债权二重让与中， 涉及的受让人

虽多， 但均为受让人。 受让人获得权利的依据

应该统一， 既然债权让与生效权利才发生转

移， 而在让与人进行第一次债权让与时， 权利

已发生移转， 因此在权利归属一致性方面， 也

应坚持该规则。

最后， 其他两项规则存在一定弊端。 总体

来看， 两规则下优先权的依据为通知和登记，

均符合时按照时间顺序确定。 但若均未通知或

均未登记时， 仍需依照“时间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确定， 标准无法统一。

分别来看， “通知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不

可能依次通知债务人， 也难以避免让与人、 某

一受让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受让人的

行为。 “登记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多适用于应

收账款或担保领域， 范围有限， 且登记成本较

大， 程序较繁琐， 不符合效率性要求。

债权二重让与下通知的法律效力

在坚持“时间在先权利在先” 规则下， 通

知不决定债权归属， 但决定债务人清偿是否有

效。 根据通知与否和通知时间差异， 可分为三

种情形： 两次让与均未通知、 仅通知一次让与

和两次让与均已通知。

1.两次让与均未通知

在两次让与均未通知时， 债务人的清偿对

象为让与人。 若债务人对第一受让人清偿， 该

清偿有效。 在债务人对让与人清偿以消灭自身

债务后， 第一受让人可对让与人主张不当得利

返还， 其他受让人可向让与人主张违约责任。

2.仅通知一次让与

仅通知一次让与应具体分析。 若仅通知第

一次让与， 债务人应向第一受让人清偿， 清偿

后债务人债务消灭。 第一受让人作为真实权利

人， 可以终局保有该债权， 其他受让人可向让

与人主张违约责任。

若仅通知第二次让与， 债务人向第二受让

人清偿， 该清偿有效。 若债务人选择向第一受

让人清偿， 由于第一受让人为实际权利人， 债

权让与效果因此实现， 该清偿为有效。 第一受

让人可以保有该债权， 第二受让人无法获得该

债权， 但可向让与人主张违约责任。 第一受让

人作为真实权利人， 即使债务人债务消灭， 但

其可对第二受让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若其追

认第二次让与行为， 此时债权归属于第二受让

人， 但其可对让与人主张违约或侵害债权之救

济。

3.两次让与均已通知

除债务人涉诉外， 若债务人无法准确判断

债权让与的先后顺序， 为避免纠纷， 应将给付

标的物提存， 从而消灭自身债务。 第一受让人

作为真实权利人， 有权受领提存标的物， 但提

存费用应由存在过错的让与人负担。 其他受让

人可向让与人主张违约责任。

（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经济社会发展催生了现代权利体系的生

长与进步。 二十世纪下半叶， 纸媒、 电台、

电视台等传统公共媒体的发达催生了人格权

体系中名誉权的成型； 二十一世纪互联网促

成的信息爆炸与信息共享， 则让个体最重要

的人格利益凝聚在“可以免于聚光灯的安

宁” 之中。 “让我一个人待着” 的权利， 成

为较为公认的隐私权定义。

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不应消减

《增广贤文》 有云： “谁人背后无人

说， 哪个人前不说人”。 “八卦” 似是人类

社会从古至今茶余饭后的资讯需求。 诚然，

适度的畅所欲言、 信息分享与新闻传播， 对

形成健康的公共讨论环境不可或缺， 晚近的

“信息分享权” “公众知情权” 主张， 更是

将了解他人私密信息的个体自由当做一种社

会需求的舆论监督力量。 不过， 认为公众人

物的隐私权保护应当相应消减以实现舆论监

督的观点值得商榷。

在人们彼此相待的行为中， 良善风俗和

基本规则应被遵守。 但每人只涉及自己的情

事时， 他的自主性应当受到尊重， 因为个性

的保存与生长乃人类发展的要素之一。 因

此， 若一个人的行为不影响他人利益， 就不

存在所谓舆论监督或公共知情的需要。 只有

当一个人的言行对与他有关的其他人产生明

确损害或损害之虞时， 才会纳入道德或法律

的范围加以审视。 即便相关的聊天记录涉及

其他人利益， 在网上公开散布涉及个人隐

私、 影响个人名誉和社会形象的私密聊天记

录， 无异于将“红字” 刻在他人脸上令其游

街示众。 无论什么理由， 这种行为都不是现

代文明社会应该容忍的。 谁都不能授予散布

者用网络暴力令他人一夜之间“社死” 的权

利， 即使相关聊天记录涉及公共利益乃至公

共安全， 未经正当程序也不能随意公开。

应细化网络平台责任追究规则

将亲密关系主体 （例如前任男女朋友）

私下互拍收藏的私密照片、 影像或私密文字

交流记录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散播至公开或

半公开的网络资讯平台 （例如成员五百人的

微信大群等）， 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 违反

双方在交流沟通时明示或默示的私密互享协

议，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侵犯受害人名誉

权， 至少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教授 Mary  Anne 

Franks 认为此种行为本身在网络法上构成性

骚扰。 也有学者提出， 被用于公开此类隐私

的网络平台应当不受避风港免责条款的保护

而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圣克拉拉大学法学

院的两位学者 Eric Goldman 和 Ariel Ron-

neburger 提议， 网暴私密影像或文字的侵害

行为发生时， 立法者应引入著作权法领域中

的“通知 - 删除” 规则来处理侵权责任并

平衡各方利益。 布鲁克林法学院教授 Derek 

E. Bambauer 也持这一观点。 近年来， 网络

言论暴力、 网暴隐私影像文字等侵权行为可

能构成犯罪， 应当如何通过网络法予以规制

的问题， 越来越受到法学研究的关注。

对于权利主体而言， 其因此种行为受到

的伤害并非来自行为人的“报复行为” 本

身， 权利人受行为人的“情感伤害” 尚在其

次。 行为人将私密微信聊天记录一次性注入

公开网络， 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记录并传播

这些信息并且将此种信息与权利人的日常工

作生活人格体相联系， 有的行为人甚至有意

将此类私密聊天记录散播至权利人的工作与社

交关系圈子的相关社交媒体平台， 使受害人如

同被无数次“挂牌游街示众”， 受到精神损害、

名誉损害的波及范围无法预测且无穷无尽， 是

此种侵害行为危害性的关键所在。

因此谴责和制裁此种行为固然是必要的，

但仅仅追究行为人本人的责任却并不能足够有

针对性地遏制上述损害。 网络法研究应当对互

联网平台等责任主体的相关责任追究也铺设更

加细化的规则。

私自公开聊天记录破坏信赖利益

小范围的朋友圈群聊， 则似乎已经脱离了

完全私密的场合， 此时或许互相默认有一定程

度的隐私互享。 若将这类群聊的聊天记录分享

到更大的圈群里， 例如数百人的微信群， 是不

是构成对隐私的刺探或侵犯呢？

站在一个理性人的立场来看， 私自公开聊

天记录破坏了人际关系中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

益。 不同场景中， 比如私人对话和成员庞杂的

群聊时， 人会选择说不同的话。 这是一种基本

的行为自由或选择自由。 虽然对于私人聊天中

的对话方或所在群聊的成员而言， 信息分享的

程度， 以及相关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 很难

说是一种权利， 但至少是权利的组成部分， 因

此尊重这种自由也就是对隐私的尊重与保护。

1995 年德国最高法院审理的卡罗琳娜王

妃案， 涉及王妃到超市购物时被记者偷拍的个

人形象与货品选择是属于王妃个人隐私， 还是

公众知情权的客体。 当时德国民法典并未明文

规定“隐私权”， 而身为公众人物的王妃让民

众知晓她的日常生活似乎也并无不妥。 但德国

法院通过法律续造和阐释宪法， 创设了影响深

远的一般人格权概念， 体现出对个人生活安宁

这一特殊法益的格外重视。

假若法律一概默许甚至鼓励公开他人聊天

记录， 现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

个体尊严和人际信赖将岌岌可危。 人人噤声或

只敢当面聊天， 见面说话先关闭手机的社交场

景， 将会让个体正常生活最基本的安全感荡然

无存。

监督公职人员应限于“公职相关性”

上述观点无涉按照法定程序诉讼、 投诉等

其他法定渠道传输信息的情形。 例如微信聊天

记录作为诉讼中的证据， 应按照诉讼法的证据

规则予以质证和判定； 又如聊天记录涉及公众

人物涉嫌贪污、 营私的， 凡与其任职内容有关

联的、 涉及职务廉洁与公众信赖的相关信息，

可以透过法定渠道进行投诉或报案。

公私有别， 若凡是公职人员、 公众人物私

生活的细节都需满足高尚、 无暇， 一旦只言片

语暴露其品行低下或性格乖张， 就由网民围

观、 监督、 批判， 那何谈人格， 何来人的尊

严。 公职人员的言行纯洁即使作为监督对象，

也应限于其“公职相关性” 的划定。 个人生活

和个体自由与其公职没有关联的部分， 同样应

当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网络围观与道德挞伐对个体人格权所造成

的伤害， 其后果要远大于收益， 无助于公共利

益的增进。 因为这种行为迅速破坏且难以重建

的， 是基于个体尊严、 人际信赖而日渐养成的

公共交流空间。 这个空间， 是现代社会每个人

赖以生存的阳光、 空气和水。 今日在网暴中挞

伐、 围观、 嘲笑他人隐私者， 来日被挞伐、 被

围观、 被嘲笑的人， 恐怕就是他们。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

授、 博导， 上海市东方学者）

聊天记录公开应以隐私权保护为底线
张陈果

二重让与情形中债权归属及通知的法律效力
韩 煦

□ 在网上公开散布涉及个人隐私、 影响个人名誉和社会形象的私密聊天记

录， 无异于将“红字” 刻在他人脸上令其游街示众。 即使相关聊天记录

涉及公共利益乃至公共安全， 未经正当程序也不能随意公开。

□ 公职人员或公众人物与其密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记录大段截屏转发到社交

媒体圈群中的行为， 属于纯粹的隐私权侵犯。 违反双方在交流沟通时明

示或默示的私密互享协议，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侵犯受害人名誉权。

□ 公职人员的言行纯洁即使作为监督对象， 也应限于其“公职相关性” 的

划定。 个人生活和个体自由与其公职没有关联的部分， 同样应当受到法

律的尊重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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